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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保生大帝信仰从一个地方性的信仰，发展为一个区域性的信仰，主要依靠的是迁移扩散的传播方式，闽台

家族移民在其中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各地保生大帝宫庙普遍存在着的从家族私祀到

社区公祀的发展形态，使得家族移民的迁移扩散带来的不连接的信仰点或信仰小区，得以彼此连结起来，

进而在整体上呈现出片状的分布态势。保生大帝在移民开发中的作用，超出了心理抚慰的范畴，而成为

移民的一种“生存技能”，在促进闽台早期的开发，起着积极的历史作用。家族移民与保生大帝信仰传播

的历史，在闽台地区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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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生大帝信仰诞生于北宋时期漳州与泉州交

界的比较偏僻的青、白礁一带，原来只是一位影响

很小的地方神明。北宋以后，保生大帝信仰走出

了边隅，传播到漳、泉两府的大部分地区，明清时

期还传播到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发展为一个影响

甚大的区域性的民间信仰。本文就保生大帝信仰

从一个地方性的信仰发展为区域性信仰的原因、

保生大帝在移民拓垦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家族移

民与保生大帝信仰的互动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家族移民对保生大帝信仰传播的推动

按照文化地理学的观点，文化现象的传播方

式有两种：扩展扩散与迁移扩散。扩展扩散指文

化现象由起源地区蔓延至周边地区，通过蚕食手

段来逐渐扩大自身领地的传播方式。迁移扩散指

持有某种文化的人、群体“迁移到新的地方，遂使

该文化传播到该地”的传播方式。［１］保生大帝信仰

的发源地青、白礁，是一个距离漳、泉两府政治、经

济中心都很遥远的边隅地区，居民的活动范围、对

外联系网络都是极为有限的，如果单纯依靠扩展

扩散带来的蔓延式传播的话，保生大帝信仰恐怕

传播不了多远。因此，保生大帝信仰能够从一个

地方性的信仰，发展为一个区域性的信仰，主要依

靠的是迁移扩散的传播方式。

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闽南一带人多地少

的矛盾逐渐显现并日益尖锐，出现再次移民浪潮，

移民的路线主要有省内再次移民、向周边省份包

括台湾岛移民、向海外移民等，移民的方式多以家

族人口迁徙为主。［２］在保生大帝信仰从地方性的

信仰发展为在闽南、台湾和东南亚这样较大区域

性信仰的过程中，家族移民对保生大帝信仰的传

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保生大帝俗姓吴，名夲，是闽南吴氏家族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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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一。保生大帝成神后，闽南吴氏家族，将其视

为祖先与神祇的合一体，建庙奉祀。此后，随着吴

氏家族在闽南的开枝散叶，保生大帝信仰随之传

播到了吴氏族人开拓的各个角落。安溪县石门是

吴夲的祖居地，当地的吴氏家族即奉祀保生大帝。

清乾隆时大学士李光地在《吴真人祠记》中提到：

“真人至今垂六百年，其子孙聚族山下，奉真人遗

容，远近祈请灵感。”［３］漳州长泰县岩溪镇高濑村

建有奉祀保生大帝的定应堂，据长泰县文化局干

部、镇文化负责人叶端甫及当地群众的介绍：“高

濑村大多姓吴，来自龙岩大小池，据说也是吴真人

的后裔。”［４］在漳州南靖县，当地的吴氏族人也普

遍崇拜保生大帝，据林嘉书的调查：“南靖金山一

乡有１３座保生大帝庙，绝大多数是吴氏家族建造

供奉的。”［５］由于闽南的吴氏家族绝大多数都奉

祀保生大帝，所以，当家族人口出现迁徙时，保生

大帝信仰很自然地随着家族人口的流动来到新居

地。例如，厦门的吴氏始祖吴漾生有四子，长子居

厦门埭头社，次子的子孙散居泉州、永宁及厦门的

西潘社、穆厝社与蔡坑社，三子居漳州，四子居厦

门金榜。在吴氏族人聚居的厦门西潘社与埭头

社，均建有奉祀保生大帝的宫庙，西潘社的称为福

源宫，埭头社的叫做慈济宫。［６］更典型的例子是吴

夲生前所在的白礁吴氏家族的移民活动。相传白

礁吴氏传到十五世吴学德时，村中风水渐为王氏

所得，保生大帝托梦吴学德，指示他带领吴氏族人

向东迁徙，直至“牛骑人”的地方才可定居。于是

吴氏族人遵从祖训，一路向东，到了厦门板头石兜

时，看到一牧童躲在牛腹下避雨。吴学德领悟到

这就是保生大帝梦中所指的“牛骑人”的地方，决

定在此定居。光绪年间，族人创建真德殿，奉祀始

祖吴学德从白礁背来的保生大帝神像。［７］

除了吴氏族人的奉祀外，其他姓氏家族信奉

保生大帝的现象也很普遍。保生大帝信仰的祖庙

白礁慈济西宫与青礁慈济东宫，保存有不少清代

重修石碑，碑文记载中留下了很多闽南家族信仰

保生大帝的记录。白礁慈济西宫嘉庆四年（１７９９

年）《重修祖宫碑记》有崑山社李姓、充龙叶姓、高

浦西淳宫郑姓、下听陈姓、文围吴诒庆堂、杏林朝

元宫周姓、高浦普德堂高姓、董囗和囗高姓、高浦

鳌江宫王姓、东亭庵曾、谢、林、苏姓、墩尾社张姓、

汤岸社谢姓、官路曾姓、瑶山宫周姓在西宫重修时

捐资的记录。青礁慈济东宫咸丰甲寅年（１８５４

年）《重新慈济祖宫碑记》与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

年）《重新慈济祖宫碑记》，同样也留有新安社邱

姓、心田赖、壶屿黄、圣龙宫庄、新江邱龙山堂、石

塘谢宝树堂、霞阳杨四知堂、东屿李前来共襄义举

的记录。从上述碑文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不少地

方是以同姓家族的名义参与到东、西宫的重建活

动中的，表明这些家族是把保生大帝当作家族群

体的信仰来看待的。由于这些家族都把保生大帝

信仰视为家族群体的共同事务，所以他们的家族

人口流动，也极大地促进了保生大帝信仰的传播。

例如，平和县坂仔心田宫，奉祀保生大帝。１９８８年

树立的《重建心田宫碑》记载：“溯吾心田宫保生大

帝，元末明初由始祖卜隆公自诏奉随而来。”可见，

心田宫的保生大帝神像是心田赖氏家族一世祖卜

隆公由诏安县迁居平和县坂仔时随身携带而来

的。也就是说，平和坂仔的保生大帝信仰，是赖氏

家族的迁徙活动带来的。后来，心田的赖姓又有

一部分迁居到平和县国强乡碧岭村，“同时也把吴

夲带到那里并兴建一宫，名之曰‘碧岭宫’”。赖氏

家族的两次迁徙活动，都带来了保生大帝信仰的

更大范围的传播。平和县下在镇霞山隆福堂，为

当地周姓创建的奉祀保生大帝的宫庙。此后，霞

山周姓出现人口迁徙，其中一支“分到云霄荷步去
定居，随去的也是信仰吴夲”。［８］

保生大帝信仰在台湾的传播，也主要是家族

移民的迁徙活动促成的。台湾保生大帝庙宇联谊

会发起编辑的全国佛刹道观总览《保生大帝专

辑》，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推出的台湾庙宇

文化大系《保生大帝卷》，是目前整理出的有关台

湾保生大帝宫庙的最全面的资料，两书中记录的

许多宫庙，都与闽南家族在台湾的移民有关。例

如，云林县元长乡长北村鳌峰宫奉祀的保生大帝

神像，为清雍、乾年间李姓自南安县芙蓉乡携来

的。在保生大帝的庇护下，李姓先民的拓垦渐有

所成，遂于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草葺小庙以安奉神

尊，是为鳌峰宫之雏形。［９］台南县白河镇河东里显

济宫，由最早入垦当地的漳州吴氏祖先草创简庙，

“奉祀吴氏先贤保生大帝”［１０］。台北芦洲乡保和

宫的创建，也要归因于闽南家族在台湾的移民。

清乾隆年间，同安兑山乡李氏家族迁台时，从故乡

奉祀保生大帝的宫庙金鞍山分灵香火，随身护航。

入台后，保生大帝神尊初供于民舍，后因神灵显

赫，分居拓垦的七角头李姓，“有感于神恩之灵感

与默佑，同时作为大家宗亲沾润神恩及联系亲情

之便，共同发起募捐兴建现在的保和宫”［１１］。

·６·



家族移民也是保生大帝信仰在东南亚一带传

播的主要促成因素。海澄县三都的新垵邱氏、霞

阳杨氏，一直都是保生大帝的虔诚信奉者。我们

在青礁慈济东宫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重修慈

济祖宫碑记》中，发现 “新江邱龙山堂捐缘银壹仟

陆佰大员，霞阳杨四知堂捐缘银捌佰大员”［１２］的

记录。龙山堂、四知堂为邱氏、杨氏的祠堂，两个

家族在青礁慈济东宫重修时，以祠堂的名义捐款，

说明了保生大帝信仰与这两个家族关系之密切。

因此，当清代这两个家族移民马来西亚槟城时，很

自然地把保生大帝信仰带入了槟城。例如，槟城

邱氏的祠堂也称为龙山堂。龙山堂中间辟为正顺

宫，左为诒谷堂，堂内不仅供奉祖先牌位，也奉祀

家乡神祇保生大帝。槟城杨氏的祠堂称植德堂，

“堂内为元宫，奉祀保生大帝使头公祖”，其奉祀源

起于“道光时杨德卿携有使头公神像香火，昕夕祀

焉”。［１３］

当然，保生大帝信仰的传播并非完全依靠家

族的迁徙来传播的，实际上还存在某人或某个群

体因商业、手工业等活动，比较长期生活在保生大

帝信仰区，从而接受保生大帝信仰，进而把保生大

帝信仰带回家乡奉祀的传播方式，闽西的永定、龙

岩、漳平一带的保生大帝信仰主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传播的。如永定培丰镇塘边村洪源一带，最初

由简氏一世祖荣华公开辟，随着简氏家族的繁衍

壮大，当地逐渐成为简氏家族的聚居地。简氏传

到二十一世后裔熙旺，简氏家族开始奉祀保生大

帝，《威灵显赫———永定洪源保生大帝简介》介绍

了简氏信奉保生大帝的因缘与详细过程：

相传塘边坊荣华简公二十一世后裔熙旺年少

时往漳州同安方向打铁谋生，年、节望朔之期虔诚

奉祀大帝，时经几载，待要回家乡时大帝托梦给他

要跟他到洪源开辟慈域，普济众生，并嘱咐熙旺公

于某日早上可挑着工具的箩筐从其庙门口经过

（大帝即可隐在箩筐中）。是日，熙公离开原地不

久，群众发现大帝不见了，即追赶熙旺进行搜查，

真未发现帝形，就这样熙旺挑着大帝，大帝护着熙

旺回到洪源。回家后熙旺仍虔诚奉祀大帝，不久

熙公即为首发动乡民拟在唐头岭动工建庙，某晚

大帝又托梦给他应在穿山甲含珠形的茶树下安家

立庙（于是熙公照办，在该处建庙落座）雕塑金身，

供信士祀奉，而管理则由熙公后裔持续至今。［１４］

无独有偶，永定县高头一带也流行类似的传

说。据刘永华的调查，高头广济宫的创建经过

如下：

一位木匠在漳州做工，村里供奉了保生大帝。

一天晚上梦见一个神明对他说：“我不愿呆在这

里，带我走。”醒后，他知道了这个神明就是保生大

帝，于是，他将当地的保生大帝神像放进他的工具

箱中，挑回家。到了村口，当地人发现大帝像不见

了，认定是木匠偷走的，于是把他拦下，要他开箱。

打开一个箱子，没有发现神像，打开另一个箱子，

还是没有看到神像。这样，木匠顺利带着神像回

到老家。挑到广济宫庙址附近，木匠感觉很热，躺

下休息，睡着了，梦见大帝跟他说：“不用走了，我

就在这里，只需用木头搭建一个四方框子就行

了。”他醒后照大帝的话搭建了框子，当地人听说

后，都来捐款修庙，而庙的规模，大帝都通过托梦

告诉大家，广济宫就这样建起来了。［１５］

必须指出，上述二种保生大帝信仰的传播方

式并行不悖，但与家族迁徙相联系的传播方式则

是起主导作用。

二、从家族私祀走向社区公祀

根据文化地理学的看法，迁移扩散后，文化现

象在分布上“出现些孤立的点或小区，与其原文化

区在空间上不连续”［１６］。台湾、东南亚一带的保

生大帝信仰区与闽南信仰区在空间上是分开的，

符合迁移扩散带来的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格局。

但是，如果就闽南内部或台湾内部的保生大帝信

仰区的空间布局而言，我们看到的事实则与迁移

扩散的一般理论不相符。根据我们收集到的青礁

慈济宫与白礁慈济宫的进香添油账簿的记载，

１９８５年以来闽南各县市到祖庙进香的保生大帝宫

庙分布如下：

漳州 宫庙数量 泉州 宫庙数量 厦门 宫庙数量

漳州市区 １６７ 泉州市区 １７ 厦门 ３０３

龙海 ２７６ 晋江 ２８５

南靖 １９５ 石狮 ３１

长泰 １４８ 南安 １２０

平和 １１４ 惠安 １７２

华安 ８ 安溪 ３

漳浦 ９ 永春 ４

云霄 ２ 德化 ３

东山 ０

诏安 ０

从上表中保生大帝宫庙在闽南的分布情况来

看，以保生大帝信仰起源地龙海（白礁所在地）、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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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青礁所在地）为中心，距离起源地越近，保生大

帝宫庙分布密度越大；距离起源地越远，保生大帝

宫庙分布密度越小。这样的一种分布态势，则与

文化地理学中扩展扩散方式造成的蔓延式传播的

效果极为相似。保生大帝信仰在台湾的分布情

况，与闽南的情况相差不大。２００１年《全国保生大

帝庙宇联谊会庙宫名录》记载的台湾２６４座保生

大帝宫庙，其空间布局就是以台南为中心，沿台湾

西海岸地区连片分布的。［１７］

是什么原因导致家族移民带来的迁移扩散，

结果上却与蔓延传播的结果雷同？我们认为，各

地保生大帝宫庙普遍存在着的从家族私祀到社区

公祀的发展形态，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保生大帝信仰在家族移民的助力下传

播到闽南的各个地方后，又在各地发生了扩展扩

散的涟漪效应，保生大帝信仰溢出家族的范围，蔓

延到家族所在地区的其他人口群体。这样的一种

蔓延作用，使得家族移民的迁移扩散带来的不连

接的点或小区，得以彼此连结起来，并进而在整体

上呈现出片状的分布态势。下面，我们对保生大

帝信仰传播中，从家族私祀到社区公祀的发展形

态，作出说明。

保生大帝信仰诞生伊始，从家族私祀到社区

公祀的趋势就已经显现出来。青礁慈济宫作为保

生大帝信仰的祖庙，其创建之初，带有明显的家族

私祀色彩。南宋绍兴年间，保生大帝显灵平息了

青礁一带的寇乱后，吏部尚书颜师鲁作为青礁颜

氏家族的一员，主动奏请朝廷，为保生大帝立庙。

青礁慈济宫的地基，为颜发所捐献。青礁《颜氏族

谱》记载：颜发，“字魁振，好善乐施，以地从侄师鲁

奏请建慈济宫”［１８］。以上可证，青礁慈济宫在创

建之初，性质上相当于青礁颜氏的族庙。不过，青

礁慈济宫虽然在管理上一直保持家族私有的色

彩，但其信徒却很快超出颜氏家族的界限，吸引了

青礁所在的三都地区的其他姓氏人口的信奉。例

如，南宋淳熙十二年（１１８５年）承事郎颜唐臣“率

乡大夫与其耆老”，重修慈济宫。“乡”指的是海澄

三都，当时有颜、苏、杨三个大姓聚居于此。因此，

颜唐臣率领的“乡大夫与其耆老”，显然不只是青

礁颜氏，还应包括苏姓与杨姓族人。这一点，还可

以从《慈济宫碑》的创作上得到有力的证明。颜唐

臣的这次重修，没有立即刻石立碑，而是虔心等待

着“乡之新进士”［１９］的出现。嘉定元年（１２０８

年），三都杨氏家族的杨志考中进士。作为“乡之

新进士”，杨志返乡后，立即受命撰写《慈济宫碑》，

记录颜唐臣当年重修慈济宫的过程。由此可见，

颜姓之外的三都民众，也都是青礁慈济宫的信徒。

综上，笔者认为，青礁慈济宫尽管在管理上是一座

家族性的宫庙，但在时间的流逝中，其信仰也蔓延

到当地的其他人群。

保生大帝信仰在熙旺公的媒介作用下，传播

到永定县培丰镇塘边村洪源的简氏家族以后，保

生大帝信仰也没有局限于简氏族人的奉祀，而是

以简氏家族为跳板，影响逐渐蔓延到周边地区。

早在百多年前的清代，当地信徒就流传有洪源保

生大帝应漳州天宝之邀前往“建醮集福保安”的说

法。据说漳州信徒不让保生大帝回永定，双方争

执不休，最后由陈知府作公正，把保生大帝抬下

水，如船顺流而下，神像判给漳州，如船逆水而上，

神像则应归还永定。结果大帝显灵，船只逆水而

上，保生大帝才得以迎回永定。洪源保生大帝在

龙岩一带也颇有影响，洪源的信徒至今仍能绘声

绘色地讲述１９４５年保生大帝前往龙岩城布坛施
水、驱瘟逐疫的精彩场面。可见，洪源保生大帝信

仰突破了简氏家族的范围，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如《威灵显赫———永定洪源保生大帝简

介》一书所描述的：“周边市、县（如漳州市芗城区

天宝、南靖县、平和芦溪、龙岩市城区、曹溪、雁石、

适中、漳平城区、永定城郊）等地虔信大帝者无数，

常年凡是建醮集福都必须恭请大帝前往却邪保安

（俗称压醮）。”［２０］

在保生大帝信仰传播台湾的过程中，也有很

多这样的例子。前面提到，云林县元长乡长北村

鳌峰宫的保生大帝神像，为当地李姓自南安县芙

蓉乡迁台时，从家乡携来的。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也是由李姓在拓垦有成后，草葺小庙来奉祀

的。但是，由于这尊保生大帝神像据说十分灵验，

各地慕名前来祈求者甚众，所以鳌峰宫的保生大

帝信仰在李姓之外，信徒日益增加，成为居住于当

地的所有民众信仰上的依归。１９２４年鳌峰宫重建

时，“大帝除为李姓子孙所信仰外，其他移入之各

姓，亦以大帝为信仰依归，信众日夥，香火日

盛”［２１］。

台南县仁德乡成功村，开基郑氏先祖随郑成

功入台时，自泉州带来保生大帝神尊，初为郑氏家

族所私祀。后来，保生大帝异常灵验，泽及乡里，

村民无论大事小事，都要祷告大帝而后行，“是以

经信众倡议，乃改私祀而为公祀”［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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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林县大埤乡联美村保延宫供奉的保生大

帝，最初也是民宅守护神。后来因为保生大帝灵

验，屡显神迹，于是家族捐为公众膜拜，每年杯筊

炉主，轮流奉祀于炉主家。１９７３年在全村信众的

同心协力下建成保延宫。［２３］

同安兑山李氏家族迁台时，自故乡分灵香火，

到台湾后创建芦洲保和宫以奉祀之。保和宫是一

座家族色彩极为浓厚的保生大帝宫庙，撰写于

１９１２年的《芦洲保和宫建设记》记载，当时建庙董

事会的成员全部由分居七角头的李氏族人担任。

１９１６年呈报台北县政府核备的《保和宫管理委员

会发起信徒名册》记载的２５位信徒，也均为清一

色的李姓族人。１９７０年保和宫重建后成立的第一

届管理委员会，其成员也全部都由李姓族人担任。

可见，芦洲保和宫自创建以来，在较长的时期之内

一直保持着家族私祀的色彩。不过，保和宫的这

种家族偏见，并无法从根本上抵制保生大帝信仰

向当地其他人群蔓延的趋势。１９８０年代保和宫进

行第二届管理委员会选举时，即出现了由异姓担

任管理职务的现象。如监察委员有一人由吴姓担

任，候补委员有一人为杨姓担任。［２４］此外，在《芦

洲保和宫第一届信徒名册》中，不仅列出李姓聚居

的七角头的信徒，而且还适应异姓信徒增多的事

实，专门立项记录台北市及外乡镇的信徒名

单。［２５］以上这些表明，李姓私祀的“门户之见”逐

渐放开，保和宫的保生大帝信仰逐渐蔓延到当地

的其他姓氏群体。

三、保生大帝信仰与闽台的早期开发

家族移民推动了保生大帝信仰在闽南、台湾

与东南亚一带的传播，保生大帝信仰则以一种“生

存技能”的方式，帮助移民更好地适应新居地的

生活。

众所周知，移民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中拓

荒，土著的侵扰、自然地理环境的恶劣、精神上的

孤独无助，面临的困难和风险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家族移民要想在新居地生存下来并有所发展，除

了必须具备劳动力、工具、资金、技术等物质性的

技术手段外，精神上的寄托与抚慰也是不可少的。

过去，不少学者都强调了民间信仰在移民开发中

所起到的心理抚慰作用，我们也基本认同。不过，

我们还认为，民间信仰在移民开发中的作用，实际

上要超出心理抚慰的范畴，而成为移民的一种“生

存技能”。

首先，从生活方面来看，移民通过对超自然力

量的崇拜来树立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信心和勇

气，进而创造出适合人居的生存环境。在闽台地

区瘟疫流行、寇盗猖獗、番害频繁的恶劣环境下，

保生大帝信仰为民众提供的精神层面的帮助，往

往会转化“生存技能”，其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并

不亚于资金、技术等物质性的手段。

明洪武年间，戴姓祖先迁居漳州天宝镇田寮

村。当时，田寮村“多灾多难，百姓也多患疾病”，

家族生存和繁衍受到严重的威胁。后来，村民听

说保生大帝是医神，能治百病，纷纷到青礁慈济宫

祈求保生大帝赐予神方。当保生大帝信仰进入村

民的生活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村民

看来，不少病人是在保生大帝的庇护下痊愈的，原

来难以生存的环境，由于有了保生大帝信仰，变成

了一个可以生存的环境，村民在当地的拓荒活动

也因之得以顺利进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保生

大帝信仰成为田寮村村民的一种“生存技能”，它

从精神上增强了村民与病魔抗争的信心与决心，

从而使严峻的生存挑战变得轻松起来。于是，村
民从青礁分灵香火，于田寮村建“清凉宫”奉祀保

生大帝。［２６］

台湾开发初期，人口稀少，各种传染病极易滋

生蔓延，移民所面临的生命威胁，远较漳泉故里为

烈。在这种情况下，移民要想在当地生存下来，并

使开发获得进展，只能求助于神灵的保佑，作为医

神的保生大帝，受到移民的推崇。《台北市志》介

绍，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年），“台地瘟疫猖獗，医

者束手，漳泉移民，飞舟渡海，奉大帝灵身及诸从

祀神，赶至台南，虔诚祀祷，疫疠得以渐除，于是地

方父老合议，建祠于西定坊。每遇水旱灾变，祈求

皆免于难。各地纷纷建庙，香火不绝”［２７］。而随着

生存环境的改善（至少移民是这么认为的），当地

的开发活动也得以顺利展开。

移民开发台湾之初，土著居民经常“出草猎

首”，移民的生活处境极为危险。在与土著居民的

斗争中，保生大帝信仰逐渐成为移民摆脱番害的

一种有力武器。例如，屏东县枋寮乡北势寮一带，

因与高山族为邻，清道光间，番害不已。清廷为剿

番安民，派王将军进驻此地。据说，王将军极为崇

信保生大帝，“每于出征前夕，均斋戒礼拜，恭请大

帝降坛指示，按圣谕出兵布署，每战皆捷”。到了

光绪年间，山地十八社仍侵扰不断，干戈不休。危

险之际，又是保生大帝显灵相助，“每遇高山族大

举来犯，大帝本营神兵自然显像相助，今庄内五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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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祠及田间五营即其由来也”。［２８］

日据台湾时期，在日本人的殖民高压下，失

落、绝望的情绪在移民中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保

生大帝信仰起到指路明灯的作用，鼓舞了民众的

斗志。例如嘉义县民雄乡平和村，“斯时村民饱受

异族高压政治之统治，种种不公平待遇加诸里境

信众，致使庄民办事不遂，境域不靖”。为了在不

利的环境下求得生存，村民自畚箕庄分灵保生大

帝香火到平和村奉祀。“自是，神威丕显，拯世化

民，救人无数。”嘉义县六脚乡正义村的村民在日

人的“高压统治下”，为求得“一线生机”，也作出

了与平和村村民同样的选择。他们于民国七年

（１９１８年）兴建保安宫，奉祀保生大帝。自此以

后，“神威赫烜，香火鼎盛，村落兴旺”。［２９］显然，在

奉祀保生大帝前后，村民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
精神状态，日人统治下的失落、绝望情绪消失了，

民众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其次，从生产方面来看，移民在开发初期遇到

的许多生产危机也是物质性的技术手段无法克服

的，它们也需要移民将保生大帝信仰作为“生存技

能”来看待，以求得危机的解决。

传统社会中，农民靠天吃饭，干旱是最严重的

生产危机，威胁到移民在当地开发活动的成败。

众所周知，短期的干旱，移民可以通过挖沟修渠，

引水灌溉，来解决困难。但是，一旦干旱进一步持

续的话，物质性的技术手段的作用就会显得微不

足道，移民就会感叹人力之有时而穷。在物质性

的技术手段不足以解决生产危机时，保生大帝信

仰作为移民解决危机的一种“生存技能”而出现。

例如，桃园县新屋乡永安村保生宫的保生大帝神

尊，原供奉于郭龙明家中。清嘉庆年间，“适逢大

旱，农地龟裂，五谷欠收，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面对这样的天灾，挖沟引渠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无奈之下的民众，转而求助于郭龙明家中奉祀的

保生大帝神像。第二天“果真甘霖大降，照显兆

象，万民重获生机，咸皆额手称庆，诸感神恩”。［３０］

在旧时代，洪灾是物质性的技术手段很难克

服的，因此，移民不得不祈求超自然的力量，来帮

助他们解决难题。某夜，保生大帝显灵，“突起狂

风暴雨，雷霆霹雳，隐见神灯一盏，光芒寓道，灿烂

耀眼，旋将溪移一里外”。这样，人力无法解决的

生产危机，在神力的帮助下得以圆满解决。当地

民众“于安居乐业之余，感念神威赫濯，峻德参

天”［３１］，重修宫庙，以安奉保生大帝神尊。

蝗灾也是传统农耕社会面临的重大生产危

机。与旱灾一样，物质性的技术手段在对付蝗灾

与洪灾上的作用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作为

“生存技能”的保生大帝信仰，是移民解决这些生

产危机的主要手段。清咸丰年间，屏东县枋寮乡

北势寮“蝗灾为害，农民深以为苦”，后经庄民公

议，“决恭请大帝御驾亲临田野，驱赶蝗虫于北势

溪”。据说保生大帝的“御驾亲征”非常有效，“从

此蝗害绝迹，作物欣欣向荣”。［３２］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移民对保生大帝的信仰

并不能真正带来生活环境与生产环境的改善。在

上述事例中，我们之所以认为保生大帝信仰在危

机的化解中起到了“生存技能”的作用，主要是出

于这样的考虑：即保生大帝信仰的在场，从精神上

鼓舞了移民的斗志，坚定了他们与困难作斗争的
信心与决心。众所周知，在一些物质性的技术手

段无法克服的危机面前，人们容易产生低迷情绪。

如果听任这种情绪蔓延的话，人们就会失去改造

世界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因此，当移民在面临物

质性的技术手段无法克服的危机时，最迫切的是

需要一种每一个成员都认同的力量，这种力量有

助于在移民中形成一种共识。移民在这种共识的

作用下，采取共同的行动，即以一种集体性的行

为，来共同应对困难。从这一意义出发，我们认

为，保生大帝信仰超出了消极心理抚慰的范畴，而

起到了动员民众的积极作用。每个成员在保生大

帝信仰的共同旗帜下，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

坚强的战斗团体，齐心协力迎接各种艰难险阻的

挑战。

四、结论

移民和家族社会是闽台历史的最重要的内

容，历史上的移民形式虽然纷繁复杂，但闽台移民

往往与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家族移民的突

出特点。维系家族团结的除了共同的祖先崇拜

外，共同的宗教信仰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巨大的凝

聚力。家族移民对保生大帝信仰传播的推动，是

经由两个传播过程形成的。首先，家族移民的迁

移，导致保生大帝信仰从青白礁走向闽南各地、台

湾与东南亚一带，并在这些地方形成不连接的点

或小区的分布态势。其次，保生大帝信仰随着移

民的脚步来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后，很快又出现从

家族私祀到社区公祀的发展趋向，保生大帝的信

仰范围溢出了家族的界限，蔓延到当地的其他人

群。第二次的传播过程，使得原先的保生大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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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点或小区，得以连接为片状，从而使保生大帝

信仰在闽南内部与台湾内部的分布，最终呈现出

片状的分布态势。必须强调，保生大帝在移民开

发中的作用，超出了心理抚慰的范畴，而成为移民

的一种“生存技能”，促进闽台早期的开发，起着积

极的历史作用。家族移民与保生大帝信仰传播的

历史，实际上不是孤例，而在闽台地区带有一定的

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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